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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情是一种以渔鼓、简板伴奏为基本特征的民间说唱艺术，是我国起源较早的说唱文学形式之

一。说唱道情，历史悠久。就其渊源来讲，最初是道士布道、化缘时所唱的宣传教义的歌曲。就其传

播来讲，道情由道教的通俗宣讲形式逐渐发展成为抒情、叙事的民间说唱。就其影响来讲，在元明清

非常流行，引得众多文人运用当时乐曲（在宋为词，在元为北曲，在明清为南北曲或俗曲）拟作。近代

以来，道情广泛分布在十多个省份，有歌唱、说唱、戏曲等多种形式。江苏道情历来繁盛，蔚为大观，文

人道情、民间道情莫不如此。

一、文人吟咏道情

道情本来是道徒自我抒发超尘脱俗情怀的一种歌唱形式，后来逐渐向民间渗透，众多文人参与其

中。文人吟咏道情，逐渐褪去宗教色彩，主要是抒发个人情志。明清以来，文人道情的内容循着“警世

觉俗—劝善劝孝—感时伤世”的轨迹缓慢地演进。

明初朱权“新定乐府体”十五种，其一为“黄冠体”，意为“神游广漠，寄情太虚，有餐霞服日之想，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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曰道情”[1]。“黄冠体”为散曲一大宗，历元明清，不绝如缕。明清以来的文人道情，不仅吟咏离尘绝俗之

情，更寄托了丰富的思想情感。明初，吴县桑宗道好道术，“一腔渔鼓，只唱归休”[2]。金陵沈诚闲居自

娱，“或歌道情，或诵古人嘉言善行，以畅怀抱”[3]。明清鼎革之际，士大夫面对华夷之辨，有的尽忠殉

节，有的避世隐逸。昆山（今属苏州）遗民诗人归庄作《万古愁曲》（又名《击筑余音》）评论历代史事，悲

痛明朝灭亡，斥责明朝官吏误国殃民，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。兴化（今属扬州）遗民诗人李沂作《壶庵

先生道情》，“不登兜率天宫院，苦恋丰都地狱门”[4]，以激愤之语抒发出世之情。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

桥作《道情十首》，“无非唤醒痴聋，销除烦恼。每到山青水绿之处，聊以自遣自歌。若遇争名夺利之

场，正好觉人觉世。”[5]板桥怀才不遇萧骚满腹，《板桥道情》所吟咏的人物既有历史上的忠臣良相，又有

三教九流各色人等，构成了一个渔翁、樵夫、书生、和尚、道士、乞儿的众生画卷，充满了对自在的、超然

于名缰利锁之外的人生赞美。扬州八怪的另外一位金农以自度曲作道情，“自为己律”[6]，流露暮年思

绪，多为真性情。吴中名医徐大椿（灵胎）作《洄溪道情》：“半为警世之谈，半写闲游之乐，总不离于见

道者之语。”[7]一切诗文，悉以道情代之，扩大了道情的功能与范围。当清代道情衰微之际，郑板桥、金

农、徐大椿三家，以各自创造“起而复活了这个体裁”[8]。道光间的元和（今属苏州）诗人袁学澜作有《柘

湖道情》三十首，“无闺房儿女之态，有警觉世俗之心”[9]，追求无往不适的超脱境界。

明清时代，劝善风行，善书不断涌现，道情作品寄寓了移风易俗的劝善意图。清人徐珂《清稗类

钞》：“今俚俗之鼓儿词，有寓劝戒之语，亦谓之唱道情”[10]。清代的道情作者积极投身于当时声势浩大

的社会劝善运动。扬州石成金是清初著名的善书撰著者，他的道情作品体现出与善书一致的劝世精

神。他的《有福人歌》《好男儿歌》《好女娘歌》，“或配渔鼓，或合索弦，令彼闻音知义”[11]，反映了提倡善

举的努力和贡献。道光年间，人心日坏，民生日蹙，无锡曲家余治采用各种方式宣讲劝善教化。当时

清政府以镇压太平天国的名义，向民间募集粮饷。余治作《庶几堂道情》呼吁人们捐资助饷，后因劝募

有功而被朝廷封赏。民国时期，同善社维护专制帝制，拉拢各界民众，宣扬封建迷信。兴化刘焕如作

《道情三十首》，书前有兴化同善社同人作序，道情内容大抵为劝善说教为主。中国的民间信仰是一个

复杂的系统，具有跨宗教、综合性、多样性的特征，即通常所说的“三教合一”。清代道情体现着民间信

仰的复杂内涵，同善社制作道情曲，正是利用乡间风行的文艺形式作为宣传手段。

清末民初，处于新旧交替的文人用道情这种传统的形式，表达对时事的关切。晚清末造，丹阳

包黎先作《扬州时事发聋道情》二十首，揭露赵诒卿侵占岳家财产的恶行。从中可以看出，原本逍遥

出世的道情具有了强烈的现实干预精神。常州钱振锽《辛亥道情》作于辛亥革命前夕，清廷正处在

苟延残喘之中。道情二十一首分别描写了二十一种“非正常死亡”的惨状，“如今将人种种死法参念

一番，未始非安身立命之道。悟到此理，则我这道情也不为无用之言。”[12]用语偏激，清楚地表现出

[1]〔明〕朱权著、姚品文笺评：《太和正音谱笺评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10年版，第13页。

[2]饶宗颐等编：《全明词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04年版，第1796页。

[3]〔明〕倪岳：《青溪漫稿》卷23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[4]〔清〕郑板桥著、郑炳纯辑：《郑板桥外集》，〔太原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29页。

[5]卞孝萱、卞岐编：《郑板桥全集》第1册，〔南京〕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，第185页。

[6]〔清〕金农：《金农诗文集》，〔南京〕江苏美术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237页。

[7]〔清〕徐大椿：《道情序》，《续修四库全书》第1758册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，第521页。

[8]郑振铎：《中国俗文学史》，〔北京〕商务印书馆1998年，第456页。

[9]〔清〕袁学澜：《柘湖道情》，同治香溪草堂刻本。

[10]〔清〕徐珂：《清稗类钞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10年版，第4939页。

[11]〔清〕石成金：《传家宝全集》第1册，〔北京〕线装书局2008年版，第53页。

[12]〔清〕钱振鍠：《辛亥道情》，《名山丛书》卷2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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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时局的不满。丹徒李遵义作《岘南道唱演》十二首，“辛亥冬，农事既毕，归自山中，室居多暇，课儿

子学歌，仿板桥道人体，作《道唱》十二曲。”道情的每一句下都有详细的注解，其内容“无非是道德情

理”[1]，表明作者的卫道士立场。民国初年，吴江范烟桥任东吴大学教授，作《新道情》关注社会现

实。仪征张丹斧发表一组感时伤事的《扬子江道情》，具写局势艰危，国土沦丧，以扬子江的口吻抚

往追昔，述说风云变幻。

二、民间说唱道情

有明一代，随着道教逐渐向下层民间社会的传播，各地出现以道教神仙故事为题材的道情说唱，

宣扬道教的出世和劝善思想。入清以后，说唱道情题材扩大为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。及至近代，说唱

道情吸纳时事新闻作为题材，成为表现民间生活的大众艺术。

明代，道情向说唱道教故事的方向发展，作为劝世的说教。一个流行的题材是“韩湘子度韩愈”故

事，明清以来衍化出多个曲目。《金瓶梅词话》第六十四回写歌童唱《韩文公雪拥蓝关》道情，题名来自

韩愈《左迁蓝关示侄孙湘》诗中“云横秦岭家何在，雪拥蓝关马不前”两句。晚明小说《韩湘子全传》敷

演韩湘子度韩愈的故事，韩湘子始终以唱道情的形式点化韩愈。该书第十回写韩湘唱道情耸动众人，

“众人见他唱，一齐拍手笑道：‘师父，道情虽是唱得好，你想是苏州人么？’”[2]江南是道情说唱盛行之

地，在当时人心目中，苏州人的道情说唱最有名。至清代，流行的文本大多题为《韩湘子九度文公道

情》。结尾处，历经劫波的韩愈却不愿做天上的神仙，自请做了南京的“都土地”。民间艺人这一戏谑

妙语，正透露出这个故事流行于南京地区。乾隆年间，甘泉（今属扬州）黄文旸编定《曲海目》（附于《扬

州画舫录》卷五）著录无名氏《蓝关道曲》，系用[耍孩儿]小令组成的韩湘子道情。光绪十三年淮邑（今

淮安）同辅氏跋《蓝关九度道情》是韩湘子道情的又一个版本。光绪年间东台（今属盐城）陈少堂新编

《白鹤传》，亦写韩湘子得道故事。其子陈吉林承继父业，把《白鹤传》由中篇敷演成为长篇，对韩湘子

得道后“九度乃叔”“十度妻子”“五度婶母”均有精彩的细节描写。

明清时期另一个流行的道情题材是“庄子叹骷髅”故事，也形成不同的曲目。故事大体是说庄子

路遇骸骨，使法术使其还阳；不料骷髅却诬告庄子谋财害命，最后被打回原形。明代《庄子叹骷髅南北

词曲》署“毗陵舜逸山人杜蕙编，同邑仰文陈奎刊”。毗陵即今常州，改编和刊刻者都是常州人，说明在

江苏地区流行。明代长洲（今属苏州）人冯梦龙《醒世恒言》卷三十八《李道人独步云门》载，东岳庙瞎

老儿唱道情《庄子叹骷髅》，观者如堵。清代丁耀亢《续金瓶梅》写一道士在街头弹唱《庄子叹骷髅》，小

说照录了说唱全文。《庄子叹骷髅南北词曲》与《庄子叹骷髅》两相对照，故事梗概相同，惟后者篇幅较

短，是前者的缩编本。《庄子叹骷髅南北词曲》今有日本东京大学双红堂文库藏本，唱词皆用南北曲。

明隆庆年间，句容茅山有“云水道人来，击渔鼓，度《庄生叹骷髅》诸曲”[3]。这种结构形式后来颇为流

行，“和今天习见的坊刻道情唱本颇为类似的”[4]。

西游记故事也是一个颇受欢迎的传统题材。明代江阴（今属无锡）人李诩《戒庵老人漫笔》写道：

“词说如《西游记》《蓝关记》。”[5]《西游记》是明代起就流行开来的道情说唱之作，至清代蜕变为新的说

唱形式——大鼓书。李斗《扬州画舫录》载：“大鼓书始于渔鼓、简板说孙猴子，佐以单皮鼓、檀板，谓之

[1]〔清〕李遵义：《岘南道唱演》，清宣统三年刊本。

[2]〔明〕雉衡山人：《韩湘子全传》，〔郑州〕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版，第87页。

[3]《古今图书集成·山川典·茅山部》卷83。
[4]陈汝衡：《说书史话》，〔北京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51页。

[5]〔明〕李诩著、魏连科校点：《戒庵老人漫笔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82年版，第173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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段儿书。后增弦子，谓之‘靠山调’。此技周善文一人而已。”[1]艺人周善文善说道情，创造出新的曲艺

品种大鼓书，后把这种伎艺带到南京秦淮河畔。捧花生《画舫余谭》（自序于嘉庆二十三年）记南京秦

淮河畔邪曲艺事，有一位唱道情的“周猴”：“无业游民略熟《西游记》，即挟渔鼓诣诸姬家，探其睡罢浴

余，演说一二回，藉消清倦。”[2]清乾隆间，江苏青浦（今属上海）人诸联《说西游》诗写道：“习熟稗官记，

檐前说唱忙。通途频跮踱，满口述荒唐。拍得筠筒响，妖精又出场。”[3]筠筒即道情的专用乐器渔鼓，此

诗描绘了道情表演《西游记》的生动场面。扬州评话《皮五辣子》（原名《清风闸》）描写城隍庙前《西游

记》道情演出情形：“皮五辣子又走到城隍庙西边，看见有二三十个人围着。他走过去一望，是说猴儿

书的。说书的小伙蹦蹦跳跳的，敲着猴儿筒子，‘七崩七崩七崩崩’。”[4]“七崩”是敲打渔鼓、简板的声

音，可以想象演唱者声情并茂的模样。

入清以后，说唱道情吸收长篇说部故事，转而叙说历史故事和民间传说。《珍珠塔》原是苏州弹词

的经典曲目，故事写方卿落难时遭到姑母的奚落，后考中状元，假扮道士唱道情“羞姑”。清代后期，流

行于长江下游地区的道情、宝卷、鼓词、说因果，都有《珍珠塔》曲目。形成于清末民初的各地方戏，都

演绎《珍珠塔》故事。“方卿羞姑”是故事的高潮，也是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情节。“方卿羞姑”架起说唱与

戏曲之间的桥梁，实现了两者的相互影响与良性互动。《何文秀道情》是清代流传于江南地区的说唱道

情，在锡山（今属无锡）的书坊刊行。二十世纪四十年代，赵景深在苏州买到了一个抄本道情，“内有

[清江引]和《二十四孝》《何文秀》等。”[5]故事鞭挞挟私报复的宵小之辈，写到何文秀难中在苏州街头唱

道情为生。清光绪二十年（1894），邳县艺人韩广仁根据当地时事新闻编创《大陪送》，演出后名震一

方。光绪年间，陈少堂编创《二度梅》，民国期间又编创了《三国》《水浒》等曲目，扩大了题材范围。

三、道情传播特点

1. 演唱形式 元代道教全真派兴起后，全真道士唱道情沿街募化。在相当长的时间内，道情都是

流动演出的街头艺术，或者沿街走唱，或者“撂地”演唱。道情说唱职业化以后，始有堂会演出。明清

时期，堂会演出是官府衙门、富家大户的普遍喜好。清末，扬州道情艺人洪小平据弹词《义妖传》编演

同名道情，在苏北广为流传，并首开道情进入书场演出之先例。从此道情演出方式始有外档、内档之

分，外档为街头流动卖艺，以说唱短篇为主；内档为艺人在书场中坐唱，以说唱中长篇为主。

说唱道情的伴奏乐器是渔鼓、简板，早自南宋便已形成定规。《武林旧事》有“打息气，唱道情”[6]的

记载，“息气”即竹制简板，是控制节奏的简单乐器。《宣政杂录》“通同部”条：“靖康初，民间以竹，径二

寸，长五尺许，冒皮于首，鼓成节奏，取其声似，曰通同部。又谓制作之法曰‘漫上不漫下’，通衢用以为

戏云。”记载了渔鼓的形制。关于渔鼓和简板，明人王圻《三才图会》记载更为详细：“截竹为筒，长三四

尺，以皮冒其首，皮用猪上之最薄者，用两指击之，又有简子，以竹为之，长二尺许，阔四五分，厚半之，

其末俱略反外，歌时用二片合击之，以和者也。其制始于胡元。”[7]自宋迄明清，乃至今日，渔鼓、简板一

直是说唱道情的主要乐器，乃至成为道情的标志，于是说唱道情遂有“渔鼓”的别称。

[1]〔清〕李斗著、陈文和点校：《扬州画舫录》，〔扬州〕广陵书社2010年版，第136页。

[2]〔清〕捧花生：《画舫余谭》，清嘉庆戊寅捧花楼刻本。

[3]王利器：《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，第36页。

[4]余又春口述、王澄等整理：《皮五辣子》，〔南京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，234-235页。

[5]赵景深：《〈竹琴三国志选〉序》，胡度：《竹琴三国志选》，〔北京〕中国曲艺出版社1986年版，第2页。

[6]〔宋〕周密：《武林旧事》卷6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1962年版，476页。

[7]〔明〕王圻：《三才图会》卷3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，第1134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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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情的表演形式古老而简朴，为一人独自说唱。表演者站立说唱，左臂怀抱渔鼓并手持简板，

右手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并拢敲打渔鼓，演唱时夹击简板，与渔鼓相间伴奏，击打出各种节奏作为间奏

过门，极为协调。清初李沂《李壶庵先生道情》写道：“渔鼓儿，别有腔，敲起来，意味长”；“渔鼓儿，海内

稀，一节竹，上下齐”，“渔鼓儿，慢慢敲，音又清，调又高”；“渔鼓儿，手内击，敲一回，唱一巡”；“渔鼓儿，

曲调长，知音的，自忖量”[1]，仿佛在我们面前重现了说唱道情的过程。

在文学叙写中，常见说唱道情的身影。明嘉靖间，陆采《明珠记》传奇第三十二出，茅山仙子与道

童合唱道情，“回头指点沧溟小，散步逍遥，一声渔鼓千山晓。”[2]明末清初，长洲褚人获的《隋唐演义》写

秦叔宝打渔鼓唱道情。昆山吕熊的《女仙外传》中描写道姑唱道情。清嘉庆年间，无名氏《红楼圆梦》

第二十四回中，芮珠唱一套《道情》，所唱即《洄溪道情》。光绪年间，长洲（今苏州）人俞达《青楼梦》第

五十九回写金挹香唱道情。明末清初，震泽（今属苏州）松云氏的《英云梦传》中，也写云游道人唱道

情。《珍珠塔》弹词中的高潮部分“方卿羞姑”即描写方卿高中状元后唱道情嘲弄其姑母。弹词《何必西

厢》中，苏州才子张灵装扮乞丐唱道情。从上述现象，可以看出道情与小说、戏曲存在交叉互动影响。

2. 传播者 道情被视为方外之音，内容多为劝世说教，说唱者主要是云游道士，即便是民间艺人

也作道士装束。《武林旧事》记有“张守道唱道情”（卷四）、“叶道道情”（卷六），道士一直是唱道情的主

流。明代“吴门四家”之一的沈周有《送岁歌谢宗道士鼓板》诗曰：“打渔鼓，唱道情，说生说死说功名。

唱道情，打渔鼓，说神说仙说今古。”[3]这是民间道情兴盛的真实写照。据王世贞的记载，明代茅山道士

闫希言“酣畅自适，则歌道情曲以娱坐者”[4]。明清之际，著名的女冠卞玉京也善唱道情。清代，苏州穹

窿山上清宫道士陆寒碧，“云巾翠袷携鱼鼓，闲向松阴唱道情”[5]。阿英先生描述近代唱道情的情形：

“一个作道士装束，有时戴着道帽的人，手里拿着渔鼓和简板，挨门逐户地歌唱求乞。”[6]由于历史传统

使然，清代以后的草根艺人在唱道情时也作道士装扮，以抬高自己的身份。

徐珂《清稗类钞》载，唱道情者，“江、浙、河南多有之，以男子为多。而郑州则有女子唱之者，每在

茶室，手摇铁板，口中喃喃然。”[7]江南各地的街坊茶肆，常有持渔鼓说唱道情者，多为盲人，见前揭《李

道人独步云门》。古代的说书艺人（还有卜卦活动）往往有盲人的参与，这是他们治生的一条门路。吴

索园《扬州消夏竹枝词》云：“月影西斜夜气清，乘凉女伴坐深更。张生不至红娘恼，瞎子先生唱道情。”[8]

勾画了一幅清末扬州市井纳凉风俗图。在很多情况下，道情往往被作为流浪乞讨的手段。晚清人宜

鼎《夜雨秋灯续录》卷七《双才》记扬州乞儿挂破瓢，操短杖，沿门唱道情。

除了以道情营生的职业演唱者外，还有相当部分的即兴演唱者，身份各异。冯梦龙《古今谈概》记

苏郡祝允明、唐寅、张灵，皆诞节倡狂，尝作乞儿鼓节，唱《莲花落》道情。《万历常熟县私志》载，正德初，

常熟桑氏三兄弟“日寻山水，兴至打鱼鼓，唱道情小词”。清代，随着道情的民间化进程，道情演唱者便

不再拘泥于道士，在晏居优游、歌舞欢娱中随时都会有“道情”的演唱。常熟铁琴铜剑楼主人瞿镛旨趣

高逸，“托友鱼鸟，以渔鼓简板歌此辞于烟光岚翠之间”[9]。尤侗在羁旅中感叹：“红袖殷勤休劝醉，奈鬓

[1]〔清〕郑板桥著、郑炳纯辑：《郑板桥外集》，〔太原〕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，第229页。

[2]〔明〕陆采著、张树英点校：《明珠记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00年版，第87页。

[3]〔明〕沈周撰、汤志波点校：《沈周集》，〔杭州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989页。

[4]〔明〕王世贞：《弇州山人四部续稿》卷69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[5]〔清〕毕沅：《灵岩山人诗集》卷4，《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》本。

[6]阿英：《夜航集》，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版，第240页。

[7]〔清〕徐珂：《清稗类钞》，〔北京〕中华书局2010年版，第4939页。

[8]潘超等编：《中华竹枝词全编》（三），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，第184页。

[9]〔清〕瞿镛著、瞿果行标点：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版，第255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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丝禅榻闲眉妩，老去也，诉渔鼓。”[1]雍正间长洲诗人彭启丰《归舟曲》之七写道：“渔鼓冬冬响，吴音别有

腔。计程春梦晓，先已到吴江。”[2]诗中表明，吴地的渔鼓带有鲜明的地方色彩，当用吴语演唱的道情声

伴着渔鼓传来，诗人心中顿时涌起返乡的喜悦。

郑板桥去官以后游浙江与杭州太守吴作哲、湖州太守李堂泛舟湖上，“置酒湖上为欢。醉后，即唱

予《道情》以相娱乐。”[3]郑板桥的《道情十首》最为知名，郑氏屡次手书，成为一个特殊的传播方式。郑

氏《刘柳村册子》云：“道情十首，作于雍正七年，改削十四年，而后梓而问世。传至京师，幼女招哥首唱

之，老僧起林又唱之，诸贵亦颇传颂，与词刻并行。”当时京师歌女招哥以唱《板桥道情》而闻名。许多

人索要郑板桥书法作品，指名要书写《道情》，甚至“邮书复索重写”[4]。据不完全统计，目前已知的郑板

桥手书《道情》墨迹有六七种。郑氏《行书扬州杂记卷》载，扬州饶五姑娘求其手书《板桥道情》。郑氏

道情在京师、江南，文人士大夫、民间流行甚广。清人何绍基《跋道情十首》：“板桥书道情词，余屡见

之，词亦不尽同，盖随手更易耳。一生跌宕牢骚，奇趣横溢，俱流露于词中。”郑板桥的道情灌注了个人

情志，在不同的时代引起人们的共鸣，实现了真正的雅俗共赏。

3. 声腔曲调 明清时期道情的演唱已完成与各地方言结合，形成具有地域特色的道情。道情音

随地转，腔随声变，曲调逐渐衍化。清代乾隆以后，与各地方言、民歌时调结合而形成各具地域特色的

道情曲种。在明清江苏道情中，使用最多的是[耍孩儿]曲。扬州的石成金、李沂、郑燮皆用[耍孩儿]调
作道情。雍正间郑燮作《板桥道情》名满天下，遂成定格，此后文人纷纷仿作。清人汪芙生仿“板桥体”

作道情，跋语写道：“板桥道人所作道情，不标宫调。其实过曲为[正宫]之[耍孩儿]，煞尾为[双调]之[清
江引]，其句调可覆按也。”[5]徐大椿以力挽狂澜的决心，以[北曲仙吕入双调]为道情古音而作的《洄溪道

情》，顺律吕，协宫商，和丝竹，适志动人，而成曲调之一家。吴县（今属苏州）张埙作《八仙道情》一组，

其跋语很值得注意：“铅山蒋莘畬极诋道情为不入品，吴江徐灵胎则奉道情声调为绝唱，二君皆好为已

甚。扬州郑板桥曾依此调演为十首，颇可消遣。盖简板、愚鼓宜是声口。若欲增减字数以强就[北耍

孩儿]为入品，不可也。并欲自度古腔，如灵胎之一调缠绵至二三百字，不必也。留心顾曲，彼南北宫

正律以讹传讹，论正不暇，而必以逸调杂腔与道童盲妇争短较长，不自苦乎。”[6]《板桥道情》以[耍孩儿]
为定格，不越雷池一步。当然，板桥并不是第一个把[耍孩儿]引入道情的文人，首创这种做法的应该是

他的前辈李沂。《洄溪道情》则自度其曲，天马行空。张埙以为，像郑板桥那样以格律缚手缚脚，容易走

向削足适履，像徐灵胎那样自为己律，又会流于随心所欲。表面上看，张埙对板桥、灵胎都提出了批

评，可谓“各打五十大板”，然而“板子”落在灵胎身上的则重得多。首先，灵胎贬斥[耍孩儿]卑俗，标榜

自己的[仙吕入双调]为正宗，张埙则说“南北宫正律以讹传讹”，实际上对灵胎的[仙吕入双调]很不以

为然。此外，张埙自己的道情就用[耍孩儿]调，用实际行动支持了板桥，驳斥了灵胎。

道情最初作为道教的通俗宣传品出现，是沟通世俗人生与神仙世界的纽带，寄托着道家的清静澄

虚，蕴含着文人的超尘出世，凝聚了人文、宗教、民俗的多重内涵，不啻为雅俗演变的一个活化石。明

清以来道情在江苏的传播，更加印证其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，也留有广阔的研究空间。

〔责任编辑：平 啸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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